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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夏季温排水温升对福宁湾常见海洋生物的热耐受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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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模拟研究了福宁湾四种常见海洋生物(大黄鱼 Larimichthys crocea、黑鲷 Sparus macro-

cephalus、口虾蛄 Oratosquilla oratoria 和三疣梭子蟹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在夏季温排水动态和静态

温升条件下的热耐受性。结果表明, 动态温升条件下四种受试生物的临界热最大值(CTM)均随温升速

率的升高呈先上升后降低趋势, 1 /h℃ 和 2 /h℃ 处理组中各受试生物的热耐受性较高, 四种受试生物的

热耐受能力依次为三疣梭子蟹>黑鲷>大黄鱼>口虾蛄。静态试验结果表明: 夏季自然水温 30.0℃时四种

受试生物的 24小时高起始致死温度(24 h UILT50) 最低为 35.6 , ℃ 建议夏季核电厂址海域排放口的最高

排放温度限值不超过 39.6℃。研究结果为核电厂温排水的环境影响评估提供了基础数据, 为核电厂温

排水的排放控制方案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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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几乎不污染环境 , 产生的固体废物相对较

少 , 而且比其他化石燃料效率高 , 核电被认为是一

种稳定的清洁高效能源, 如今全球超过 16%的电力由

核电提供。近年来, 我国核电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

截至 2018年 4月, 我国内地已运营核电机组 38台, 在

建核电机组 18 台, 在建规模居世界首位。核电在我

国优化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促进减排和应对

气候变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核电发展仍

面临着一些问题, 其中核电厂运行过程中向周边海

域排放大量的温排水, 伴随而来的热污染问题日益

严峻, 已成为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环境领域普遍关

注的热点问题之一[1]。 

温排水将大量余热释放到海洋中 , 能使排水口

水域的水温升高大约 8~12 , ℃ 带来了明显的环境热

污染[2], 对受纳水域的水文条件、海水水质、生态环

境、生物群落组成与结构等方面造成严重影响。例

如美国比斯坎湾的一座核电站, 运行高峰时其排放

的温排水使附近水域水温增加了 8 , ℃ 导致了排放口

周围 1.5 km2 海域内生物消失[3]。巴西伊尔哈格兰德

湾核电站长期排放的温排水改变了临近水域底栖生

物群落组成 , 降低了其丰富度 , 从而影响了鱼类的

群落结构及空间分布[4]。Bozorgchenania 等(2018)[5]

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 Neka 发电厂热排放造成伊朗

里海南岸大型底栖动物密度增加, 但多样性相对降

低。温排水造成了印度印诺尔港邻近海域浮游植物

和浮游动物的种群密度分别减少了 64%和 93%, 间

接导致了鱼类补充幼体的减少, 对当地渔业造成了

不利影响[6]。蒋朝鹏等[7]分析了秦山核电海域温排水

对鱼类分布的影响, 发现温排水导致邻近海域鱼类

群落、种类和数量分布等发生变化, 改变了这一水域

的渔场属性。温排水对临近水域生态系统的影响程

度与当地生物群落的结构组成以及是否有温度敏感

物种密切相关 , 因此 , 需要对不同生物的热耐受性

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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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霞浦核电厂址位于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东

冲半岛东北部的长表岛海域, 地处福宁湾和高罗澳

之间。厂址海域夏季表层平均水温达 28.6 , ℃ 由近

岸至外海逐渐升高的趋势。厂址规划建设 6 台核电

机组, 包括 4 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和 2 台 60 万千

瓦级(或百万千瓦级)快中子反应堆机组。6 台机组运

行时, 夏季排水量 443 m3/s, 温升 8.0℃。根据三维

水动力数值模拟的综合分析结果, 霞浦核电厂 6 台

机组运行时 , 夏季温排水 1.0℃温升最大包络面积

7 926.5 hm2, 2.0℃温升最大包络面积 360.4 hm2, 

3.0℃温升最大包络面积 26.4 hm2, 4.0℃温升最大包

络面积 3.7 hm2(图 1)。 

 

图 1  霞浦核电厂温排水夏季最大温升包络影响范围 

Fig. 1  Influence range of the maximum rise of thermal-drainage temperature envelope from Xiapu nuclear power plant in 
summer 

 
福宁湾隶属闽东渔场 , 为亚热带海域 , 是大黄

鱼(Larimichthys crocea)、黑鲷(Sparus macrocephalus)

等许多经济渔业生物重要的产卵、育幼、索饵和越

冬场所。优越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饵料生物繁衍了

大量的经济鱼类、虾类、蟹类等海洋生物, 是我国南

方海域渔业资源丰富、生产力水平较高的重要渔场

之一。根据 2019 年夏季的渔业资源调查, 核电厂址

海域的主要渔业生物有棘头梅童鱼(Collichthys lu-

cidus)、龙头鱼(Harpodon neherus)、口虾蛄(Oratosquilla 

oratoria)、孔虾虎鱼(Trypauchen vagina)、矛尾虾虎

鱼(Chaeturichthys stigmatias)、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短吻红舌鳎(Cynoglossus joyneri)、

黑鲷、大黄鱼等。 

由于夏季自然水温较高 , 若再排放大量的温排

水, 可能会对某些敏感物种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基

于地域性(常年生活于核电站周边水域)、可获性(可

获得足够的活体材料进行试验)和可比性(相同生活

阶段的个体), 本研究选取该海域常见的四种重要经

济动物(大黄鱼、黑鲷、口虾蛄和三疣梭子蟹)为研究

对象, 模拟夏季温排水温升研究这四种生物热耐受

性指标的变化特征, 评估试验中这四种海洋生物对

温度升高的敏感程度, 评估水温升高对海洋生物的

热暴露风险。以期为核电厂温排水的排放控制方案

优化及其环境影响评估提供基础数据和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所用 1 龄内大黄鱼和黑鲷幼鱼购自福建省

三沙湾网箱养殖场, 口虾蛄和三疣梭子蟹幼体为三

沙湾海域捕获的野生个体。试验前将试验生物在驯

化水槽中 (30 )℃ 暂养 10 天后, 选取大小相相近、体

质健康的个体进行试验。试验生物的规格见表 1。 

1.2  试验方法 

1.2.1  试验条件 

试验容器为容积 150 L的聚乙烯塑料水槽,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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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验生物的全长和体重 
Table. 1  Total length and weight of four experimental 

organisms 

物种 
全长或头胸

甲长/mm 
体重/g 

大黄鱼 L. crocea *121.3±4.8 22.7±3.9 

黑鲷 S. macrocephalus *133.1±6.3 38.6±8.4 

口虾蛄 O. oratoria #29.6±4.2 19.4±5.6 

三疣梭子蟹 P. trituberculatus #12.9±4.2 4.8±2.0 

注: “*”为全长, “#”为头胸甲长。 

 
用海水为经过滤后的福宁湾自然海水。海水水质参数

pH 8.10.1; 盐度 30.7±0.8 ppt; 溶解氧 7.1±0.4 mg/L。 

试验水体的温度由钛加热棒(德国 Armaturenbau)

和精密温控仪(韩国 A-MI 211H)控制并使用精密水银

温度计进行校正。加热棒的功率范围为 100~2 000 W, 

温控仪的温控范围 0~90 , ℃ 感温灵敏度 0.1℃。根据

试验水体的体积和温升速率选取不同功率的加热棒, 

以保持升温速率一致。试验过程中保持充气, 使水槽

中的水温分布均匀。 

1.2.2  动态试验 

由于温排水持续大量的排入受纳水域 , 与排水

口的距离不同以及不同的水层均有不同的温升速率, 

动态温升试验模拟持续排放温排水导致的各种速率

的水温升高。本试验设置了 7 个处理组, 每个处理组

设 3 个平行, 温升速率分别为 0.1, 0.5, 1.0, 2.0, 4.0, 

8.0, 12.0 /h, ℃ 以不同功率的加热棒控制升温的速

率。每种试验生物取 10 尾(个)放入试验水槽中, 适

应 10 分钟后开始以设定速率加热。在此期间密切观

察试验生物的反应, 当出现异常行为(如跳跃、冲撞、

侧游、身体翻转等)时记录为该物种的临界热最大值

(Critical thermal maximum, CTM)。 

1.2.3  静态试验 

静态试验研究在 24 h 的暴露时间内受试生物死

亡率达到 50%时的温度值, 即 24 h 高起始致死温度(24 

h UILT50)。本试验设置 11 个水温梯度组, 分别为对照组

30℃、31℃、32℃、33℃、34℃、35℃、36℃、37℃、

38℃、39℃、40℃组。每个温度组设 3 个平行组。每种

试验生物取10尾(个)放入各试验水槽中, 试验时间为24 

h, 试验过程中各温度处理组保持水温恒定。静态试验以

受试生物的死亡作为试验的端点, 以呼吸停止 (鱼类)、

对外界物理刺激无反应(虾蟹类)等行为定义为生物个体

死亡。试验过程中及时取出死亡个体并记录, 以直线内

插法或SPSS统计分析法分别求得各受试生物24小时高

起始致死温度(24 h Upper Incipient Lethal Temperature, 

24 h UILT50)。 

1.3  数据分析 

四种受试生物在各处理水平中的 CTM 与 24 h 

UILT50 值均表示为平均值±标准差(mean±SD), 所有统

计分析均在 IBM SPSS Statistics 20.0 上进行。采用 one- 

way ANOVA 检验和多重比较(Tukey HSD test)对动态

试验中同一物种在不同温升速率下的 CTM 值以及静

态实验中各物种的 24 h UILT50 值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和分析, 统计学显著性差异水平设置为 P < 0.05。 

2  结果 

2.1  动态试验: 不同温升速率对试验生物

临界热最大值的影响 

当高温升速率组(8.0 /h℃ 和 12.0 /h)℃ 水温升到

33℃左右时 , 口虾蛄率先出现了临界反应 , 表现为

快速游动, 侧游等; 水温升高到 34~35℃之间时, 大

黄鱼和黑鲷相继出现了激烈的临界反应, 表现有快

速游动, 跳跃, 冲撞等行为; 三疣梭子蟹对高温的忍

耐力较强, 水温升到 39℃左右时才出现临界反应。 

四种试验生物的临界热最大值均随温升速率的升

高呈先增加而后降低的趋势(表 2)。口虾蛄、大黄鱼、

黑鲷和三疣梭子蟹的 CTM 最大值分别为 34.8℃、

35.5℃、36.7℃和 40.4 , ℃ 除口虾蛄的 CTM 最大值出现

在 1.0 /h℃ 温升速率处理组外, 其他三种受试生物的

CTM 最大值均出现在 2.0 /h℃ 温升速率处理组, 并且 

 
表 2  夏季水温 30.0℃时四种海洋生物在不同温升速率下

的临界热最大值(平均值±标准偏差) 
Table. 2  Critical thermal maxima of the four experi-

mental organisms at various heating rates in 
30.0  a℃ cclimation temperature (mean±S.D., 
ANOVA) 

临界热最大值(CTM, )℃  温升速

率( /h)℃ 大黄鱼 黑鲷 口虾蛄 三疣梭子蟹

0.1 34.1±0.1a 34.5±0.9a 33.3±0.3ab 38.9±0.4a

0.5 34.8±0.1ab 35.2±0.5ab 33.5±0.3ab 39.1±0.6a

1.0 35.0±0.2ab 35.9±0.4abc 34.8±0.8c 39.5±0.3ab

2.0 35.5±0.2b 36.7±0.3c 34.5±0.4bc 40.4±0.5b

4.0 34.8±0.6ab 35.9±0.2bc 34.0±0.5abc 39.8±0.3ab

8.0 34.2±0.7a 35.2±0.4ab 33.2±0.3a 38.9±0.3a

12.0 34.3±0.3a 34.9±0.5ab 33.1±0.4a 38.8±0.4a

注: Tukey HSD 检验, 数值上标不同字母表示各温升速率处理

组之间的差异显著,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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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显著高于慢温升速率组(0.1 /h℃ 和 0.5 /h)℃ 和快温

升速率组(8.0 /h℃ 和 12.0 /h, ℃ P<0.05; 表 2)。动态试

验结果表明: 这四种受试生物的热耐受能力为三疣

梭子蟹>黑鲷>大黄鱼>口虾蛄。 

2.2  静态实验: 试验生物的 24 小时高起始

致死温度 

在 24 小时静态试验中, 大黄鱼、黑鲷和口虾蛄

在水温≤33.0℃的四个处理组中均无个体死亡 , 而

在水温≥38.0℃的三个处理组中的死亡率均达到了

100%; 与动态试验类似, 三疣梭子蟹表现出极强的

热耐受能力 , 在水温≤35.0℃的六个处理组中均无

个体死亡, 即使在最高水温处理组(40.0 )℃ 中仍有个

体存活。 

在夏季自然水温为 30.0℃时, 口虾蛄、大黄鱼、

黑鲷和三疣梭子蟹四种受试生物的 24 h UILT50 分别

为 35.6℃、35.8℃、36.3℃和 38.2 (℃ 表 3)。四种受

试生物中, 三疣梭子蟹在静态热试验中表现的热耐

受能力最强, 其 24 h UILT50 比背景温度高了 8.2℃。

其他三种受试生物的的静态热耐受能力较为接近 , 

均在 35~36℃之间, 亦均高出背景温度超过 5℃。与

动态试验结果一致: 这四种受试生物的静态热耐受

能力依次为三疣梭子蟹>黑鲷>大黄鱼>口虾蛄。 

 
表 3  静态试验中四种海洋生物的高起始致死温度及死亡

率(Y)与试验水温(X)的回归方程 
Table. 3  24-hour upper incipient lethal temperature and 

regression equations for mortality (Y) and water 
temperature (X) of the four marine organisms in 
static tests 

物种 
暴露

时间/h 
回归方程 

高起始致

死温度/℃

大黄鱼 24 Y=0.14X–4.3, R2=0.83 35.8 

黑鲷 24 Y=0.13X–4.0, R2=0.81 36.3 

口虾蛄 24 Y=0.14X–4.4, R2=0.90 35.6 

三疣梭子蟹 24 Y=0.07X–2.1, R2=0.63 38.2 

 

2.3  温排水混合区边缘温升限值 

按照设计, 霞浦核电厂夏季排水量 443 m3/s, 温

升 8.0℃。利用刘永叶等(2016)[8]中的公式: TC=Tmax– 

ΔT1+ΔT 和试验结果中的 UILT50值, 推算出厂址海域

排放口控制的最高排放温度限值在夏季为 40℃。其

中 Tmax 取四种受试生物的最低 24 h UILT50 值, ΔT 为

核电厂的设计取排水温升 8.0 , ΔT℃ 1 为温排水混合

区边缘的温升限值 39.6℃。 

3  讨论 

滨海电厂温排水携带大量热量排入海中引起局

部水域的热污染, 造成电厂附近水温在一定范围内

海水温度升高, 进而造成海水多种理化性质的变化, 

包括溶解氧下降、pH 值增大、水色变浊、透明度降

低、氨氮含量增高、水质矿化度增高等。对水生生

物的各种生命过程产生不利影响[9-10]。水温是影响水

生生物生长、发育和繁殖的最关键因子之一, 对于外

温动物, 环境温度对其生化和生理活动有深远的影

响, 直接关系着水生生物数量的变动[1]。针对全球气

温不断升高的趋势以及近岸局部海域的热污染, 研

究人员开展了大量水生生物的温度适应能力、耐热

性及高温对其健康影响的研究工作[1, 11-17]。 

海洋生物可以适应自然环境中的温度升高 [16], 

但根据谢尔福德耐受性定律 [18], 生物对温度的适应

性存在一定的限度 , 在适温范围内 , 生物的生长发

育速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加快。而超出这个范围其生

长和生存就会受到影响。例如普通鱼类的适温范围

一般是 12~30 , ℃ 当升温至 37℃及以上时大多数鱼

类会失去平衡乃至死亡[19]。因此, 确定海洋生物对温

度的耐受水平对于评估气候变化及其他热污染对海

洋生物死亡率的影响程度及物种的丰度和分布至关

重要。 

3.1  生物热耐受性的研究方法 

通过将生物暴露于高温下直至其表现出热应激

反应或死亡症状来确定生物的耐热性是热生物学领

域的常见做法。海洋生物的热耐受性通常通过两种

不同的试验方法来量化。一种是“静态法”, 将生物

暴露于一系列设定的温度处理组中, 期间保持水温

恒定, 通过试验获得在一定时期内 50%的生物个体

不能存活的温度 , 即起始致死温度 ; 而另一种方法

为“动态法”中, 试验过程中通过一定的温升速率使

水温逐渐升高直至生物达到临界点(如失去平衡等)。

在动态方法中 , 临界热最大值(CTM)被量化为生物

个体达到这个临界点时的平均温度[1]。由于“动态法”

客观考虑温升速率随时间、温排水流量及其输运扩散

的动态变化, 更接近野外实际情况, 而且能够快速获

得数据, “动态法”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1]。然而使

用“动态法”确定生物的耐热水平存在的一个问题是

温升速率的影响, 过慢或过快的升温均可能高估或低

估生物的耐热性[1, 11, 18-20]。而“静态法”的优点是操

作简单。评价结果直观, 但也存在不足之处, 如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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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较长、没有充分考虑水温的动态变化等[1, 20]。因

此, 在生物的热耐受评估中将两种方法结合应用能

更准确地反映受试生物的热忍耐能力。 

在相同的水温条件下, 由“动态法”试验获得的

四种鱼类(许氏平鲉 Sebastes schlegeli、大泷六线鱼

Hexagrammos otakii、矛尾 虎鱼 Chaeturichthys stig-

matias 和褐菖鲉 Sebastiscus marmoratus) 的热耐受

指标 (CTM) 均高于通过“静态法”得到的指标

(UILT50)
[1]。类似的 , 张梅英等(1999)[21]发现在梭鱼

(Liza haematocheila)幼鱼暴露在 25~34℃的三种水温

条件下, 通过“动态法”取得的耐热性指标比通过“静

态法”得到的指标高 4℃左右。本研究并没有得到一

致的结果, 三疣梭子蟹的 CTM 高于 UILT50, 大黄鱼

和口虾蛄的 CTM 均低于 UILT50, 而黑鲷在温升速率

2.0 /h℃ 时的 CTM 与 UILT50 值较为接近。这说明生

物的热耐受性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其中物种间的差

异性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3.2  生物热耐受性的影响因素 

海洋生物的热耐受性是由于环境变化引起的自

然选择 , 由其遗传特性和地理分布等因素决定 , 具

有很大的种间差异[13]。本研究的两种鱼类中黑鲷的

耐热能力强于大黄鱼, 它们的 CTM 最大值分别为

36.7℃和 35.5℃。同样是这两种鱼类, 陈全震等  [22]

发现在夏季自然起始水温为 28.5℃时, 黑鲷和大黄

鱼的临界热最大值分别为 36.8℃和 35.0 , ℃ 这与本

研究这两种鱼类的热耐受结果较为相近。在夏季石

岛湾水域起始水温为 26℃时, 许氏平鲉、大泷六线

鱼、褐菖鲉和矛尾虾虎鱼的 CTM 最大值分别为

33.8℃、32.4℃、32.9℃和 38.1℃[1]。而与本试验起

始水温接近, 夏季黄矛海水域起始水温 30.8℃时, 褐

篮 子 鱼 (Siganus fuscescens) 、 褐 菖 鲉 (Sebasticus 

marmoratus) 和褐石斑鱼 (Epinephelus brunneus) 的

CTM 最大值分别为 38.1℃、38.6℃和 38.1 , ℃ 这几种

鱼类的热耐受能力均强于本研究的大黄鱼和黑鲷[12]。

本研究中的两种甲壳类生物对高温的耐受能力有较

大差别 , 三疣梭子蟹表现出极强的耐高温能力 , 其

CTM 最大值高达 40.4 ; ℃ 而口虾蛄对高温较为敏感, 

其 CTM 最大值为 34.8 , ℃ 甚至低于本研究中的两种

鱼类, 这可能与其长期穴居于低温环境的生活习性

有关[1]。 

温升速率不仅影响受试生物适应环境的时间 , 

还会影响它们暴露于致命温度的持续时间。本研究

中, 四种受试生物的 CTM 值均随温升速率的升高呈

先上升后降低趋势。低于 1 /h℃ 的温升速率组(0.1 /h℃

和 0.5 /h)℃ 和高于 4 /h℃ 的温升速率组 (8 /h℃ 和

12 /h)℃ 受试生物均展现出较低的耐热性, 而 1 /h℃ 和

2 /h℃ 温升速率处理组中生物的耐热性较高。不同的

海洋生物对温升速率的响应存在明显的种间差异。

例如, 在温升速率为 1 /h℃ 时, 汉氏棘胎鳚的临界热

值最高 , 高于快速升温组 (60 /h)℃ 和缓慢升温组

(1 /48h~1 /12h)℃ ℃ [23]。同在 29℃水温条件下, 温升速

率对两种甲壳类(叶状泥蟹和古巴石蟹)临界热最大

值的影响也不相同, 前者随温升速率的增加而升高, 

而后者随升温速率的增加先升高而后降低[24]。鱼类

和甲壳类均为变温动物, 它们的体温与周围水体时

刻处在动态平衡中。它们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系

列适应不同环境温度的生理生态学机制, 演化出一

系列抵消或缓冲温度波动的适应调节机制[25-26]。然

而由于夏季基础水温本已较高, 特别是极端高温天

气叠加温排水造成的增温会超出某些海洋生物的温

度适应极限, 可能会造成热敏感物种的死亡。 

在影响水生动物热耐受性的诸多生物、物理和

化学因素中, 驯化温度被认为是另一个非常关键的

因素。通常情况下, 生物的热耐受能力会随着驯化温

度的升高而升高[1, 27]。例如, 在秋季自然水温 14℃时

以 1 /d℃ 的温升速率对大黄鱼进行驯化 , 测得其

UILT50 为 28 , ℃ 而在夏季自然水温 29℃时以相同的

试验参数测得的 UILT50 升高为 34℃[28]。在驯化温度

14℃、19℃、24℃和 29℃时尖头鱥(Rhynchocypris 

oxycephalus)的 CTM 分别为 32.3℃、33.2℃、33.4℃

和 35.7℃[29] 。同样 , 南、北方花鲈 (Lateolabrax 

maculatus)幼鱼群体的 CTM 与驯化温度呈明显的正

相关关系, 但是在相同的驯化温度下, 南、北方花鲈

幼鱼的 CTM 并无显著差异[30]。这些较大的种间差异

表明, 每种物种对热环境的适应因物种而异。生物的

耐热驯化是一种对环境温度变化的补偿性、可逆性

的改变, 这种热适应会伴随着代谢功能和能量需求

的改变 , 表现为生物的各种生理活动增强 , 相应的

也增强了对高温的抵抗能力[31-32]。 

4   结论 

本研究发现三疣梭子蟹对温排水热胁迫的适应

性高于口虾蛄、黑鲷和大黄鱼。鱼类等游泳动物具

有相对较强的逃避能力, 温度升高时能够退往深水

区以躲避温排水的不利影响, 而甲壳类和底栖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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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能力较弱, 更易受温排水的高温影响。数值模拟

结果表明霞浦核电厂夏季温排水 4.0℃温升最大包络

面积 3.73 hm2, 对生物群落的影响范围及程度相对

较小。建议对温排水影响较大的特定海域进行长期

跟踪观测, 查明该区域的生物群落组成和对高温敏

感的物种, 监控和调整夏季核电厂排水的最高排放

温度, 根据现场水温和水动力条件(潮汐、波浪、潮

流等)及时调整温排水的排放流速, 以降低夏季温排

水对水生生物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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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used dynamic and static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 thermal tolerance of four common 

marine species (Larimichthys crocea, Sparus macrocephalus, Oratosquilla oratoria, and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in Funing Ba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ritical thermal maximum values of the four species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with increase in the rate of temperature increase, and the organisms in the 1 /h and 2 /h groups ℃ ℃

had higher heat resistance. The order of the heat tolerances of the four species were determined to be as follows: P. 

trituberculatus>S. macrocephalus>L. crocea>O. oratoria. Static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owest 24-h upper 

incipient lethal temperature of the four tested organisms was 35.6  when the natural water temperature was 30.0 , ℃ ℃

and the maximum discharge temperature from the discharge port at the nuclear power plant site was calculated to be 

39.6  in summer.℃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the basic data for assessing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thermal 

discharge from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optimizing discharge control schemes for the 

thermal drainage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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